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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管的領導行為對組織運作的影響，多年來一直是組織行為學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優秀

的領導者會引領員工，激發其工作投入。但除了領導者之外，員工的工作投入程度似乎也受到

對組織認同影響。本研究以新北市地區現職員工為對象，探討領導類型(交易型領導與轉換型領

導)、組織認同與工作投入的關聯性，透過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再以結構方程模式驗證其脈

絡關係。 

本研究藉由對主管之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與工作投入中，探討組織認同扮演之中介角

色，提供建議作為強化個體工作投入之動機，提升組織競爭優勢之參考。研究結果發現：交易

型領導對員工的工作投入有正向影響，但轉換型領導卻無顯著影響；組織認同分別在交易型領

導、轉換型領導與工作投入的關係上具有中介效果。此結果可提供組織作為領導策略的參考依

據，並作為實務政策制訂參考。 

關鍵詞彙：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工作投入、組織認同 

壹‧前言 

一間大型的科技公司面臨市場競爭壓力和創新需求時，公司高層決定實

施一系列管理變革。其中，為了確保短期目標的達成，公司設定了明確的績效

指標和獎勵機制，領導者與員工建立了基於目標達成的獎勵協議；同時公司領

導者開始更多地關注員工的個人成長和激勵，透過分享願景、激發熱情來鼓勵

員工參與長期與創新的專案項目。隨著員工對公司目標的深入理解和參與，他

們對公司的認同感也逐漸增強，不僅僅是為了獎勵而工作，更是因為認同公司

的願景和價值觀而與公司努力奮鬥。透過這些領導策略和公司文化的改變，員

工的工作投入明顯提高，變得更加熱情和專注工作。在這個案例中，交易型和

轉換型領導相結合，既滿足短期績效目標，又促進員工長期投入與創新行為。

                                                 
 作者簡介：王則閔，健行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主任（通訊作者）；丁學勤，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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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綜合策略不僅提高員工的工作投入與效率，並且增強了他們對組織的認同

感，從而促進公司的整體發展和競爭力。 

領導力是推動組織運作，非常基礎且重要的功能，領導者與組織就如同硬

幣的兩面，組織沒有領導者就像沒有容器的水，沒有領導者的組織就像是沒有

駕駛的汽車。各種研究表明，有效的領導可以激勵下屬提高工作績效 

(Mirsultan & Marimuthu, 2021)。 

現代世界變化迅速，社會競爭日益激烈，組織必須有能力適應不斷變化的

環境以獲得競爭優勢，組織的領導者不僅需要有能力，還要有學習和適應外在

變化的意願和動力，因此領導者必須能營造團隊的工作氛圍，以提高組織的競

爭性和永續性 (Alharbi, 2021)。 

轉換型領導能夠協助組織發展創新文化，並影響員工績效成長與對組織

價值的認同 (Agha, Ragheb & Shawky, 2019)，透過領導者與部屬之間的互動與

激勵來提高員工的成熟度與積極性，建立相互信任與砥礪的組織文化 (Lai, 

2019)。Kotamena、Senjaya 與 Prasetya (2020) 認為轉換型領導者是員工的工作

榜樣，支持與協助部屬發展。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交易型領導，透過獎懲讓部

屬追求獎勵與迴避懲罰，以達到領導者期望之目標，這種領導風格與轉換型領

導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 (Mwakajila & Nyello, 2021)。透過中

介物（例如獎勵或懲罰），來激勵員工達成目標 (Changar & Atan, 2021)，領

導者明確傳達對員工的期望以及員工必須完成的成果  (Jacobsen, Andersen, 

Bollingtoft & Eriksen, 2022)。如果員工的行為與成果符合領導者的期望，領導

者就會給予加薪、獎金和其他福利的獎勵 (Efianda & Iswahyuni, 2021)；反之，

如果員工不能達到領導者的期望，將得不到上述獎勵，甚至還會得到懲罰，總

而言之，交易型領導是一種交換關係的行為模式 (Skopak & Hadzaihmetovic, 

2022)。 

文化差異也使得員工對於領導行為有不同期望，例如西方（美國）員工喜

歡能夠啟發與個別關心他們的轉換型領導 (Walumbwa, Orwa, Wang & Lawler, 

2005)，非西方（韓國）員工傾向服從交易型領導，因為這類型的領導者清楚

定義每個角色，確定目標與獎勵，使員工有努力的方向 (Dorfman, Howell, 

Hibino, Tate & Bautista, 1997)。Cho、Shin、Billing 與 Bhagat (2019) 的研究指

出，轉換型領導對於美國與韓國都能夠提高部屬的組織承諾  (Affectiv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OC)，建議領導者將轉換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並

用。由此顯見，雖然在實現下屬認同的方向上遵循不同的過程，但轉換型領導

和交易型領導可以互補，Koroni、Xenikou 與 Handzi (2023) 研究指出交易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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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依據績效與獎勵的鏈結，增強部屬對組織的認同程度，透過任務的成功和隨

之而來的獎勵為員工帶來正面的情緒，例如興奮跟喜悅，從而增加對組織的情

感認同 (Xenikou, 2017)；部屬被告知工作內容與標準，以及可獲得之獎勵與懲

罰，會讓部屬感受到平等互惠的感覺，也能進一步對組織產生認知認同。轉換

型領導者透過授權、建立信任與建構願景等方式，增強團隊凝聚力、創造支持

性工作環境，重視員工個人需求，增強部屬對組織的認知認同 (Kark, Dijk & 

Vashdi, 2018 ; Koroni et al., 2023 )。因為文化的差異，影響領導者與部屬的權

力距離，也形塑部屬對於兩種領導風格的接受程度，在高權力距離文化的國家，

部屬比較願意接受甚至期望交易型領導，在低權力距離文化的國家，交易型領

導有可能被視為壓迫性的領導行為 (Cho et al., 2019)，能夠引起他們的正向行

為是轉換型領導所展現出的領導行為，包含與部屬的積極溝通、鼓勵個人發展、

以及雙方互惠 (Hofman & Shipper, 2012)。 

工作投入是員工一種外顯的積極行為，包含組織忠誠度與任務投入感，前

者產生的正向影響包含員工自豪身處的組織與熱於接受挑戰；後者產生的正向

影響是指專注並快樂地投入工作中 (Pranitasari, 2022)，因而使員工充滿活力與

奉獻精神 (Wee & Lai, 2022 ; Rahmadani & Schaufeli, 2022)，並使員工具有高

績效、低離職率與高生產力 (Rahmadani & Schaufeli, 2022)。工作投入增強了

員工對工作任務的參與度，也強化員工面對困難工作的積極主動，增強員工之

間的連結性 (Kundi, Sardar & Badar, 2022)。 

組織認同程度則是影響員工工作投入的重要因子，組織認同對員工行為

與態度都具有重要關聯性 (Riketta, 2005)。雖然學者對於工作投入概念的界定

有不同的見解，但一般認為工作投入是工作能力（例如專注）和工作意願（例

如奉獻）的結合，工作投入是經由情感被個體所認知的工作狀態，高工作投入

者會為實現組織目標付出大量努力且不太可能離職；反之，低工作投入者有可

能降低努力，把時間與精力用於工作以外的事情，甚至離開組織 (Koroni et al., 

2023)。 

以往的研究指出領導是影響員工工作態度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項，特別是

交易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行為影響員工在工作場域積極態度的程度 (Noor, 

Anusha & Rehan, 2023 ; Asrarudin, 2023)，然而研究兩種領導行為對工作投入

產生影響值得在更多地域被複製，尤其是過去的研究中，兩種領導行為對工作

投入的影響並不一致 (Dorfman et al., 1997; Walumbwa et al., 2005; Kark et al., 

2018 ; Cho et al., 2019)；此外，上述之研究結論認為西方國家的員工較適合轉

換型領導，非西方國家的組織適合交易型領導，時隔多年不同地域是否會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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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過去的研究結果值得探討，因此重新檢視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對工作

投入的影響作用是本研究動機之一。 

除了許多研究證明交易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對員工的工作投績效有直接

的影響外，研究者近年來加入中介變項試圖去檢查領導行為對員工的工作績效

或創新行為的影響程度，以部屬的個體為中心，分為部屬內在特質或感受，以

及個體外在所處環境，前者包含部屬的心理資本 (Muhammad, Karim & Ullah, 

2022)、部屬的心理壓力 (Sohail, Ullah & Irfan, 2023)、部屬的工作滿意度和情

緒自我調節 (Noor, Anusha & Rehan, 2023)；後者包含領導者與部屬的信任關

係 (Lee, Yeh, Hu & Lin, 2023)、組織文化 (Rashwan & Ghaly, 2022)、領導者賦

權與晉升員工(Tung, 2016)、組織氛圍(Qubbaj & Shalabi, 2023)以及領導者與部

屬交換關係 (Zhou, Rasool, Yang & Asghar, 2021)。特質與所處環境是員工難以

或無法改變的，本文主要探討員工對於組織認同這一行為模式，組織認同是一

個過程，也會影響員工工作投入的意願，適合作為領導風格對於工作投入的中

介影響。因此，探求員工組織認同是否發揮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行為與工

作投入之間的中介效果是本研究動機之二。 

先前的研究對許多中介變項進行中介研究，包括激勵語言、心理資本、組

織文化、自我效能和領導者與部屬交換關係，作為潛在的干擾因素 (Ahtisham, 

Haq, Ahmed & Khalid, 2023；Zhou et al., 2021)。儘管這些發現很重要，但除了

以上的干擾因素外，仍然有其他將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與工作投入聯繫起

來的心理機制，因此有探索其他變項之必要性 (Sohail et al., 2023)。組織認同

作為一種關鍵機制，或許可以提供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與工作投入之間更

完整的理解。 

貳‧文獻回顧與假設建立 

一、文獻回顧 

(一) 交易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 

交易型領導源自於 Barnard (1938) 貢獻與滿足平衡理論，認為員工之所以

願意為組織貢獻所能，乃是因為該組織能給予他各種滿足（包含：物質與精神

層面）。領導者基於工作目標的達成與員工角色闡明與履行的基礎上，領導者

為達成組織目標，與員工之間採取交換的議價關係，當員工依照領導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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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任務時，即可獲得相對應的價值回報 (Burns, 1978)。Bass (1985) 則認為

交易型領導者與員工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獎賞與懲罰的基礎上，透過達成目

標與否來決定員工會獲得獎賞或懲罰。交易型領導是以過程為導向的領導方式，

分為四個類型 (Bass, 1990 ; Bass, & Avolio, 1993)： 

1. 權宜獎賞 (contingent reward) 意指釐清工作任務、明確工作要求，並提供

誘因激發員工行動。 

2. 例外主動管理 (active management by exception) 意指為避免員工發生偏

差行為，領導者加強規定，監督控制與糾正錯誤。 

3. 例外被動管理 (passive management by exception) 意指當員工發生偏差行

為時，領導者才運用懲罰予以糾正。 

4. 放任主義 (laissez-faire) 意指對工作任務與員工漠不關心，忽視問題與避

免做決策。 

交易型領導透過獎勵和懲罰的「交換機制」來促進員工達成目標，領導者

會預先設定員工績效，並依此標準獎勵達到績效的員工以及懲罰未達標準的員

工 (Eliyana, Ma’arif & Muzakki, 2019)。Ugwu 和 Okore (2020) 認為交易型領

導對於員工實現短期目標是有效的，但是當組織處於變革過程時，要達成組織

的長期目標，交易型領導不若轉換型領導來的有效 (Asrar-ul-Haq & Anwar, 

2018)。 

轉換型領導之概念最早是由 Burns (1978) 提出，轉換型領導者透過影響

員工的價值觀與工作動機，喚起員工除了加薪、升遷等低層次的需求滿足外，

也激發員工自我實現的高層次需求滿足。轉換型領導分為理想化影響、才智啟

發、個別化關懷與心靈鼓舞四個構面 (Bass, 1985 ; Bass, & Avolio, 1990)。 

1. 理想化影響 (charisma or idealized influence)：領導者成為員工的行為典範，

獲得員工認同、尊重與信任，並給予員工願景，使員工願意額外付出勞力。 

2. 才智啟發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領導者喚起員工新思維，鼓勵員工運

用創新方法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問題。 

3. 個別化關懷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領導者重視員工的能力與需求，

適時提供意見回饋，幫助員工在應付挑戰的過程中成長。 

4. 心靈鼓舞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領導者透過鼓勵，運用團隊精神與情

感凝聚員工的努力以實現組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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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型領導現在已成為一個廣泛研究的概念，可以幫助員工輕鬆融入組織

之中 (Kotamena ea al., 2020)。領導者能在組織中創在有利的工作環境，並提

高員工的內在動力，從而實現創新和創造力 (Mahmood, Uddin & Fan, 2019)。 

交易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在概念上雖有區別，但兩者並不相互排斥 (Bass, 

1985 ; Mwakajila & Nyello, 2021)，因為領導者時常交互運用交易型領導與轉換

型領導，以達到員工的工作效能，實際上在增進組織績效的研究上，兩者亦經

常被共同提出討論 (Kessler, 1993 ; Yammarino & Dubinsky, 1994 ; Howell & 

Hall-Merenda, 1999)，但是在文獻中，交易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在工作成果的

研究上仍是不夠充分的 (Siangchokyoo, Klinger & Campion, 2020)；Puni、Hilton

和 Quao (2021) 認為關於交易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兩者交互作用對工作影響

的文獻雖然很多，但仍有很多構面結果值得再探討，本研究將以交易型領導與

轉換型領導為核心概念作為研究變項進行探討。 

(二) 組織認同 

Swann (1997) 提出自我驗證理論 (self verification)，認為個體會透過自我

驗證的過程，不斷從外界尋求與自我概念相互一致的回饋，以獲得對外界的控

制感與預測感，進而強化自我概念。自我驗證有助於形成穩定的自我概念，以

及增強個體信心，更好地認識世界；自我驗證也促使個體尋找與自我概念一致

的外部評價，從而使個體的身分得到普遍認可，使個體的社交環境更為順利與

可預測。 

組織認同與組織承諾的主要差異在於，組織認同反映組織有多大程度上包

含在自我認同的概念之中，當個人開始相信組織價值觀與自己一致時，會形成

強烈的認同感。Becker (1960) 最早提出組織認同的概念，認為員工受到自己

投入到組織的個人成本，例如專業知能、時間與活力的增加，因此不得不留在

組織的心理現象。然而此種看法將員工視為完全理性，忽略員工情感層面的影

響，因此後續開始有研究從員工與組織互動，探求員工的心理現象，研究顯示

組織認同的形成，取決於員工的信念或價值觀，與組織宗旨、願景與目標的相

似性程度，當員工認為自我信念或價值觀與組織相似，將會提升員工定義自己

屬於組織一份子的意願，組織認同的員工所思考的是自己在組織中「我是誰

(Who am I ?)」的角色，意即員工對於自我在組織的角色定位越清楚，對組織

的認同程度越高 (Mael & Tetrick, 1992 ; Pratt, 1998 ; Riketta, 2005)。組織認同

則會影響員工對組織的態度，組織認同是組織承諾的有效因素，員工的組織認

同感與組織承諾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係 (Pehlivanoğlu & Köse)。後續研究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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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組織認同，檢視員工的工作態度與行為 (Chang, Chen ＆ Lin, 2022)，以

及領導者與成員交換關係的品質 (Lee、Schwarz、Newman & Legood, 2019)，

因為不同的領導風格會影響員工組織認同的程度，領導者和部屬之間良好的社

會交換關係，會提升員工的組織認同感 (Kelebek & Alniacik，2022；Song, Wang 

& He, 2022)。 

領導風格能夠為組織認同奠定基礎，但對於領導風格和工作投入的中介作

用程度仍尚須研究 (Lv, Shen, Tsai, Su, Kim, Chen, 2022)，本研究欲探求組織認

同對領導風格與工作投入的中介影響的程度。本研究對組織認同的定義為員工

個人認同組織的宗旨、願景與目標，與員工的信念或價值觀相似，因此對於組

織產生附屬感與情感，並忠於組織。 

(三) 工作投入 

從 Deci 與 Ryan (1995) 提出自我決定理論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開始，工作投入與工作資源以及工作要求息息相關，個體由於受到資源需求，

驅動個體表現出外顯行為，所以只要清楚個體內在需要與外在環境，每個人都

是積極主動的有機體 (Gagne & Deci, 2005)，因此，圍繞「資源」開展的資源

保存理論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T; Hobfoll, 1988)，認為資源的

平衡是影響個體工作行為的主要因素，個體從資源的投入與產出的角度，評估

工作任務與依據自身資源的數量，採取分配與投資策略，從而產生不同的心理

情緒、工作態度與工作行為（段錦云、楊靜與朱月龍，2020）。資源保存理論

具體呈現在工作要求-資源模型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JD-R model) 之

中，從工作要求與工作資源兩個面向解釋工作態度與行為，工作要求是消耗個

體精力的負向因素，例如無法令人充分休息的工作量、角色衝突、時間壓力、

工作不安全感等等；與之相反，工作資源是工作中的正向因素，員工工作的生

理、心理、組織方面，可達成工作目標，減少工作要求與生理和心理的相關成

本 (Robbins & Judge, 2024)，過度的工作要求會耗盡個體的工作資源，且缺乏

資源的激勵將導致個體情緒耗竭與工作倦怠，難以工作投入，因此個體會盡最

大努力獲取、保護與維持現有資源 (Schaufeli & Bakker, 2004)。當個體資源較

多時，會透過資源投資進一步從外界獲取更多資源，因為根據社會交換理論 

(social exchange theory, SET; Emerson, 1976)，交換雙方遵循互惠原則，個體在

資源消耗的同時，也在提高個體資源增量，因此當員工產生工作投入與組織承

諾，同時也會增強員工自信與自我效能，從而增加員工的心理資本 (Panaccio 

＆Vandenberghe, 2009)。依照資源保存理論的觀點，個體的正向積極性不僅可

以緩解由於資源損耗所產生的情緒耗竭與工作倦怠，並且能夠運用心理資本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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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資源收益 (Ng & Feldman, 2011)。Gorgievski 和 Hobfoll (2008) 將資源保存

理論的應用面擴展至工作投入，認為資源的穩定性是影響工作投入的重要因素。 

工作投入是一種個人對於工作的態度，Kanungo (1982) 認為工作投入是

衡量工作信念與心理認同，前者影響個人的工作潛力，後者發展個人的工作價

值。Paullay、Alliger 與 Stone-Romero (1994) 定義工作投入是指一個人在認知

自己專注和關心自己目前從事工作的程度，並且認定工作是不可分割之一部分。

工作滿足感被認為透過個人工作實現或促進實現其工作價值而產生的愉快情

緒，個人的工作投入對於工作滿足感至關重要，並且為組織帶來正面的影響，

Wokas、Dotulong 和 Saerang (2022) 認為組織認同是員工對於工作的一種態

度，這種態度會使員工產生工作投入，這種行為能夠滿足個人的心理需求，因

而提高員工的工作滿意度，進而讓員工更多工作投入，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Gopinath & Klapana, 2020)。經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工作投入程度越高的員工，

會令人有精力充沛的感覺，並且有效反映在工作行為上 (Shimazu et al., 2008)，

員工的工作投入越高，越能提高組織效率與達到組織目標 (Sulistiawan ＆ 

Andyani，2020)。本研究對工作投入的定義為個人心理具有認同其工作的信念，

知覺滿足需求所產生的工作態度及行為。 

二、假設建立 

(一) 交易型領導與工作投入 

交易型領導是領導者與員工透過可觀察的利益交換建立關係，促使員工

達成工作任務。過去研究大多探討交易型領導與工作績效之間的關係，例如

Howell 與 Hall-Merenda (1999) 研究發現交易型領導與部屬工作績效呈現正相

關。有研究指出交易型領導者提供員工需求上的滿足感，例如薪資或其他獎勵

以換取工作努力，進而激勵部屬產生領導者期望的結果 (Sadler, 2003；Yulk, 

2010)。然而，部屬之所以滿足領導者的要求，是因為與領導者的交換或獎勵，

而不是因為他們盡職盡責，也因此交易型領導的交換過程不太可能讓部屬產生

對組織的熱情與承諾。爾後，有研究將交易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進行比較，發

現交易型領導對員工公民行為與組織承諾具有相關，交易型領導會影響員工公

民行為與組織承諾的結果 (Ngunia, Sleegersb, & Denessen, 2006)；Quintana、

Park 與 Cabrera (2015) 認為交易型領導中「權宜獎賞」是影響員工努力程度的

重要因素，然而亦有新的研究持相反看法，認為員工對於交易型的領導的認知

越高，對於工作績效沒有顯著的影響（李春長、葉文芝、俞錚、許榮剛、洪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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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沛岑，2022）。過去學者研究多著重探討交易型領導對員工的工作績效、

公民行為與組織承諾之影響，本研究以交易型領導對工作投入的影響為路徑，

假設交易型領導同樣也能影響員工工作投入。交易型領導能強化員工對於工作

任務與利益交換的鏈結，為滿足個人需求因而做出努力達成組織目標。基於以

上論述，推論交易型領導對於工作投入有正面影響，並提出假設一。 

H1：交易型領導對工作投入具有正向影響作用。 

(二) 轉換型領導與工作投入 

Bass (1985) 提出了轉換型領導理論，認為轉換型領導具有強烈的情感成

分與精神提升作用，讓員工意識到工作與任務的重要意義，重視員工的個人需

求、能力成長與成就期待，提供指導與支持，建立相互信任的氛圍，促使員工

為組織犧牲個人利益，以達到或超過原來預期的結果。在實徵研究上，轉換型

領導對於員工工作表現與工作動機具有正向關係 (Dvir, Eden, Avolio & Shamir, 

2002)；早期研究認為轉換型領導發自於領導者的魅力 (Fernandes & Awamleh, 

2011)並影響部屬的自我效能感 (Kark, Shamir & Chen, 2003)，領導者透過自身

魅力幫助員工更理解與他們的工作，並感受組織的願景責任感，透過部屬的自

我效能感中介影響，增強員工的工作投入；其中Quintana、Park與Cabrera (2015) 

認為轉換型領導中「理想化影響」是影響部屬在工作投入的重要因素。 然而，

在自我效能感對轉換型領導與工作投入的中介影響上，Tims、Bakker 與

Xanthopoulou (2011) 的研究發現不同於 Kark 等人 (2003) 的研究結果，發現

轉換型領導不會提升部屬的自我效能，卻會提升部屬的樂觀情緒，進而增強員

工的工作投入，感到快樂的員工會積極參與工作並加倍努力。其它實證研究表

示轉換型領導在工作面向上提供積極效果，包括提升員工的工作投入、工作滿

意度、組織公民行為、任務績效等 (Judge & Piccolo, 2004)。Walumbwa、Avolio

與 Zhu (2008) 認為轉換型領導者幫助員工開展潛力，並增加他們的責任感，

引發工作投入。Zhu、Avolio 與 Walumbwa (2009) 、Tims 等人 (2011) 以及

Pradhana 與 Hendra (2019) 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了轉換型領導與下屬工作投入之

間具正向關係，Anggraini、Rosyihuddin 與 Desembrianita (2021) 與 Chandra 和

Widhianto (2023) 的研究結果表明，轉換型領導風格對工作投入程度有顯著影

響。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假設轉換型領導能正向促進員工工作投入。轉

換型領導能提高員工對於工作意義的知覺程度，並將組織目標置於個人目標之

前，為達成組織目標作出奉獻。轉換型領導重視員工的能力成長與成就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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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承擔更多工作挑戰，並透過指導與支持，促使員工開發潛能，達到甚至超

過工作期望。基於以上論述，推論轉換型領導對於工作投入有正面影響，並提

出假設二。 

H2：轉換型領導對工作投入具有正向影響作用。 

(三) 交易型領導與組織認同 

Sergiovanni (1990) 與Yammarino (1994) 都指出交易型領導奠基於領導者

與員工的需求滿足的交換關係上，前者將需求可分為經濟與心理，後者則將需

求分為低層次與高層次，兩者其實對於需求的定義一樣，低層次需求為經濟需

求，高層次需求為心理需求，低層次的需求滿足交換關係指的是員工達到績效

目標可獲得領導者給予的加薪與職位升遷，高層次的需求滿足交換關係則是員

工對組織產生認同進而忠誠，可以獲得領導者的信任與被賦予的權力，員工因

此增加自己在組織的影響力。Konovsky 與 Pugh (1994) 則是基於社會交換理

論 (social exchange theory) 的論點，同樣指出交易型領導者藉由滿足員工社會

性需求，也就是 Yammarino (1994) 提出的滿足員工高層次需求，例如權力、

地位、榮譽等，交換員工的組織認同。Xenikou (2017) 研究指出交易型領導者

的部屬被告知工作內容與標準，以及可獲得之獎勵，會讓部屬感受到平等互惠

的感覺，並進一步對組織產生認知認同，Koroni 等人 (2023) 研究發現，領導

者的行為確實對於組織跟成員之建立的連結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交易型領導能

夠預測成員對於組織的認知與情感認同。 

基於上述研究，可以發現交易型領導者滿足員工的高層次需求（例如權力、

地位、榮譽等），以交換員工的組織認同，所以推論出交易型領導對於組織認

同有正面影響，並提出假設三。 

H3：交易型領導對組織認同具有正向影響作用。 

(四) 轉換型領導與組織認同 

Yulk (1994) 指出轉換型領導具有影響力，轉變員工對組織使命的態度，

並展現在工作行為，以完成組織目標。轉換型領導者雖擁有支配權力，但他們

更善於運用自身影響力，擔任溝通與激勵角色，強化員工對於組織的認同 

(Bass & Avolio, 1993)。轉換型領導也會運用權力強化組織認同，要求部屬相信

組織願景，並在過程中給予支持與協助，激發組織認同，使員工願意將組織目

標至於個人之上，奉獻其最大心力完成組織目標 (Daft, 2001)。Campbell (1977) 

認為轉換型領導，會增加員工對於組織的認同與承諾，並反映出高績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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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Koroni 等人 (2023) 研究發現，轉換型領導能夠預測成員對於組織的認

知認同。陳浩 (2012) 認為由於華人傳統的特質，員工傾向將組織視為家，也

較容易將主管部屬的關係視為長輩與晚輩關係的延伸 (Li & Yu, 2017)，因此

員工更容易感受到領導者的支持與協助，進而提升組織認同的程度（胡昌亞、

陳燕諭、周庭佑、范思美、張詩慧，2021）。基於以上論述，推論轉換型領導

對於組織認同有正面影響，並提出假設四。 

H4：轉換型領導對組織認同具有正向影響作用。 

(五) 組織認同與工作投入關係 

社會認同理論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 表示組織的行為對於組織內

成員有直接的影響，進而影響員工對於組織的認同程度。因此良好聲譽的組織，

由於能夠可以提高員工自我價值，員工更願意成為組織的一員，進而增加組織

認同程度 (Shen, Jie, Dumont & Deng, 2018 ; Mascarenhas, Galvão & Marques, 

2022)。過去研究指出工作投入會受到員工對組織的認同程度影響，Chuang、

Judge 與 Liaw (2012) 指出員工的對組織的認同程度，將會轉移到工作場域發

揮積極作用。組織對於員工組織認同與工作投入具有正相關性，對組織認同度

越高越能增強員工的工作投入程度，越積極參與工作任務與工作付出，投入越

多，員工越認定組織成為自我個體一部份，進而產生更多組織認同 (Katrinli, 

Atabay, Gunay & Guneri, 2009)。Luo (2020) 表示，組織認同可直接預測員工工

作動機的增加和超出個人工作表現，組織認同程度高的員工，會將組織成敗視

為自己的成敗，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提升組織的績效就是提升個人的績效，因

而會具有更高的工作投入。員工對組織的認同程度越高，認真工作程度越高，

工作投入程度也就越高（李俊龍、朱夢蓉、許沛堯、白青松、梁亦可、李心月，

2018），由以上研究可知組織認同對於工作投入具有潛在影響。基於以上論述，

推論組織認同對於工作投入有正面影響，並提出假設五。 

H5：組織認同對工作投入具有正向影響作用。 

(六) 組織認同在領導行為與工作投入關係的中介作用 

從社會交換理論觀點，當組織成員感受到領導行為支持，會以工作投入、

工作表現與組織承諾等正向行為作為回報 (Lu, Lei, Chen & Milon, 2018)。因此

領導行為是影響員工對組織觀感的重要因素，領導行為透過組織願景描繪，激

發員工對於組織產生認同，並對組織未來產生憧憬 (Bono & Judgg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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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型領導行為可以轉換員工將組織認同與自我價值融合，使部屬感受

到組織存在的意義以及個人與組織休戚與共的認同感 (Zhang ＆ Jin, 2019 ; 

Zhang, Jin & Jiang, 2020)，而交易型領導的交換過程是員工在組織中，自我身

分認同的媒介 (Xenikou, 2017)。 

相關研究指出組織認同會強化員工的責任感，並自願的付出更多努力完

成組織目標的承諾 (Luo, 2020)。Britt (2003) 研究發現，個體認同組織與自己

身分之間的關係時，既使在不利的工作條件下，個體也能維持較高水平的工作

投入；反之，如果個體不認同組織與自己身分之間的關係時，則會降低其工作

投入。Guan、Deng、Fan 與 Zhou (2021) 認為部屬認同自己所屬的組織時，會

在歸屬感達到滿足，進而對組織有更多地工作投入。 

由此可知，領導行為不僅對於工作投入有直接影響，同時也會受員工組織

認同影響，進而影響其工作投入。基於以上論述，推論組織認同在交易型領導、

轉換型領導與工作投入具中介作用，並提出假設六。 

H6：組織認同在交易型領導與員工工作投入的關係中具有中介作用。 

H7：組織認同在轉換型領導與員工工作投入的關係中具有中介作用。 

參‧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釐清交易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對於工作投入下，組織認同的

中介作用，故以交易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為自變項，工作投入為依變項探討兩

者之間的關係。另加入組織認同為中介變項，釐清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關係。依

據上述六項假設，所提出之研究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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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樣本與程序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採問卷調查法，研究母群體為新北市之現職員工。依據

研究者主觀經驗與判斷抽取研究樣本，採用便利性抽樣 (convenience sampling) 

方式，參考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國內中小企業的定義：資本額在 1 億元

以下，或總員工數 200 人以下，作為非上市上櫃的判斷指標；公部門則透過方

便擇取被研究對象。發放人數標準，根據吳明隆、涂金堂 (2011) 建議，採取

問卷總題數的 5~10 倍，本問卷題數共 36 題，因此選取樣本數介於 180~360

人。施測期間為 2022 年 9 月至 10 月，施測問卷以網路填答方式進行，預計發

放 330 份。本研究問卷發放程序為：首先研究者於 SurveyCake 網站建立「交

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對工作投入之研究_以組職認同為中介變項」問卷，參

考政府機關公告之新北市工商名錄與公部門單位並聯繫，徵求公司/公部門所

屬職員參與研究的意願，直至 330 份問卷為止。知情同意後，請願意參與研究

者提供聯絡方式，研究者提供網路問卷網址，並保證作答為匿名性，鼓勵參與

研究者真實回答。並於時限內提醒完成填答，中途若有突然不願填答者，則再

繼續聯繫其他公司或公部門單位直至 330 份問卷為止，填答完畢經確認為有

效問卷後，由研究者致贈謝禮，請公司聯絡人轉交參與研究之員工。問卷回收

後除研究者外，無第三方獲取閱覽，遵守研究倫理。於施測期間結束後收回問

卷共計 319 份，問卷回收率為 96.67%，無填答不實或缺漏答題等無效問卷，

得有效問卷共計 319 份，有效問卷可用率為 100%，問卷回收概況情形，詳如

表一所示。 

 

 

H2 

H5 

H3 

H4 

轉換型領導 

組織認同 

H1 

工作投入 

交易型領導 

H6、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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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問卷回收概況表 

填答者服務公

司的性質 
發放(份) 回收(份) 回收率(%) 有效(份) 可用率(%) 

1 上市上櫃 84 84 100% 84 100% 

2 非上市上櫃 195 189 96.92% 189 100% 

3 公部門 51 46 90.20% 46 100% 

合計 330 319 96.67% 319 100% 

三、 測量工具 

(一)領導型態量表 

本研究中，交易型領導操作型定義為「領導者訂有努力及獎賞的契約，對

良好績效予以獎賞；領導者注重且找尋偏離規則和標準的活動，採取修正的措

施；或是當員工有不當的行為時，才給予適時的糾正或處罰」。轉換型領導定

義為「領導者具有使命與願景，透過以身作則激發員工對組織目標建立承諾，

並以鼓勵與溝通做為回饋，輔導員工達成組織目標的領導方式」。 

本研究參考 Bass and Avolio (1993) 發展出的 MLQ (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量表並加以修正，包含轉換型領導量表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與交易型領導量表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以下針對構面分開

說明。 

1.交易型領導：包含「權宜獎賞」、「積極例外管理」與「消極例外管理」，

以上三個構面共 9 題： 

(1) 權宜獎賞：領導者訂有努力及獎賞的契約，對良好績效予以獎賞。意即領

導者讓部屬清楚知道，當其完成工作任務時，變給予適當獎勵。 

(2) 積極例外管理：領導者注重且找尋偏離規則和標準的活動，採取修正的措

施。領導者會主動注意與瞭解未能達成標準的原因，介入與修正。 

(3) 消極例外管理：只有當員工有不當的行為時，領導者才給予糾正或處罰，

領導者將注意力放在部屬的錯誤與偏差行為的指導與處罰。 

以李克特五尺度衡量問卷填答者對於陳述項目的同意程度，從「非常不同

意」到「非常同意」，依序給予 1、2、3、4、5 的分數，分數越高者表示越符

合該構面，反之越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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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轉換型領導：包含「心靈鼓舞」、「才智啟發」、「理想化影響」與「個

別關懷」，以上四個構面共 12 題： 

(1) 心靈鼓舞：領導者傳達組織願景，啟發員工對工作的承諾，使其樂在其中，

貢獻心力在組織任務上。 

(2) 才智啟發：領導者鼓勵與激發成員的潛能發展。 

(3) 理想化影響：領導者的遠見與活力，成為部屬崇拜與學習的對象，並心悅

誠服接受指示完成任務。 

(4) 個別關懷：領導者主動關懷員工的需求，並鼓勵部屬追求較高需求層次。 

以李克特五尺度衡量問卷填答者對於陳述項目的同意程度，從「非常不同

意」到「非常同意」，依序給予 1、2、3、4、5 的分數，分數越高者表示越符

合該構面，反之越不符合。 

(二)組織認同量表 

本研究對組織認同的操作型定義為當員工認為自己屬於組織的一員，認

同該組織時，會知覺到自己歸屬於該組織。本研究採用參考 Male 與 Ashforth 

(1992) 的組織認同量表，該量表共 6 題，以李克特五尺度衡量問卷填答者對

於陳述項目的同意程度，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序給予 1、2、

3、4、5 的分數，分數越高者對於組織認同程度越高，以此測量員工對組織整

體認同感。 

(三)工作投入量表 

本研究對工作投入的操作型定義為個人心理具有認同其工作的信念，知

覺滿足需求所產生的工作態度及行為。本研究參考May、Gilson 與 Harter (2004) 

發展之量表並修正，量表共 9 題，以李克特五尺度衡量問卷填答者對於陳述項

目的同意程度，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序給予 1、2、3、4、5

的分數，分數越高者對於工作投入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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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各變項、構面操作性定義與衡量問項 

變項 

構面 操作性定義 參考來源 問題 

交 

易 

型 

領 

導 

權宜獎賞 

領導者訂有努力及獎賞

的契約，對良好績效予

以獎賞。 

Bass & Avolio 
 (1993) 

主管會明確告訴我，完成工作會有那些獎賞。 

主管會依照我的績效成果給予不同程度的獎賞。 

當我表現優異時，主管會替我爭取更多獎勵。 

積極 

例外管理 

領導者注重且找尋偏離

規則和標準的活動，採

取修正的措施。 

工作前，主管會告訴我，工作必須達到的績效標

準。 

主管會將注意力放在不符合規定的工作行為上。 

主管會為大家提供支援以便使大家能努力工作。 

消極例外管理 

只有當員工有不當的行

為時，領導者才給予糾

正或處罰 

主管直到問題變得嚴重的時候才進行干預。 

如果一切正常，主管不會嘗試干涉或改變我的工

作。 

如果沒達到工作要求，主管會表現不滿，並且進

行指正與監督。 

轉 

換 

型 

領 

導 

心靈鼓舞 

領導者對成員傳達動人

的遠景使成員充滿熱

忱、信心與樂觀進的精

神，並對其溝通與表達

高度期望，藉由象徵性

符號及以身作來激發成

員的努力。 

Bass & Avolio 

(1993) 

主管會清楚表達對我的期望。 

主管會充滿希望地表達組織的未來願景。 

主管有信心幫助我找到工作的意義。 

才智 

啟發 

領導者促進成員的才智

並激發其創造力，且鼓

勵成員以整體觀及新的

想法來提升部屬獨立解

決問題的能力。 

主管會鼓勵我重新思考過去沒有發現或想過的問

題。 

主管會協助我用新的思考方式去看待令人費解的

問題。 

主管會激發我去挑戰過去從未質疑過的想法。 

理想化影響 

領導者具有遠景和使命

感，得到成員的信心、

信賴和尊敬，進自願付

出真誠與心力。 

主管的言行是讓我願意追隨的。 

主管的言行是值得我信任的。 

主管的言行是我學習的楷模。 

個別關懷 
領導者關心每一個組織

成員的個別需求，發覺

主管幫助我成長。 

主管了解與關心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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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的潛能，輔導員工

達成任務。 

當我遇到工作或個人困難時，主管會提供適時協

助。 

組織認同 組織認同 
對於組織產生附屬感與

情感，並忠於組織。 

Male & 

Ashforth 

(1992) 

當有人批評公司時，我覺得這是對我的汙辱。 

我非常有興趣了解別人對公司的看法。 

當討論到公司，我通常會用「我們」而非「他

們」。 

我認為公司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 

當有人稱讚公司，我覺得這是對我的讚美。 

如果媒體報導批評公司，我會感到尷尬。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 

個人心理具有認同其工

作的信念，知覺滿足需

求所產生的工作態度及

行為。 

May, Gilson & 

Harter(2004) 

我將大部分的時間都投注在我的工作上。 

我工作中不會分心處理其他私事。 

在工作時，時間總是不知不覺就過去了。 

當我在工作中表現出色時，我會很興奮。 

我真的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我的工作中。 

我自己的感受會受到我工作表現的影響。 

我付出了很多精力來完成我的工作。 

我將工作上的問題當作自己的問題看待。 

未達到今日預定之工作進度，我不會下班。 

四、共同方法變異之前的事先預防和事後檢定 

依據彭台光、高月慈與林鉦棽 (2006) 建議透過匿名方式做為事先預防，

此外建議採哈門氏單因子測試法檢驗。經探索性因素分析，本研究的單一因素

所能解釋的最大變異量為 32.38%，小於 40%的臨界標準值，並未出現集中化

的情形，因此可認為共同方法變異在本研究並未造成嚴重的問題。 

五、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採 SPSS for Window 26.0 中文版套裝軟體進行實證分析，採用之資

料分析方法如下： 

1. 敘述性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係以次數分配、百分比等方式瞭解受試

樣本基本屬性資料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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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效度分析：針對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組織認同與工作投入等問卷

量表以 Cronbach’s α 係數驗證問卷測量的信度，用以檢測答題者對問卷題

項的回答是否具一致性與穩定性的效果。若 Cronbach’s α 係數越高表示同

一母群體的測試結果越一致且量表越穩定，一般以超過.70 以上為標準 

(Nunnally, 1978)。為檢測衡量尺度可測出本研究欲衡量之概念的程度，用

以篩選出有效之量表題目，本研究採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驗證各量表之建構效度，依據 Bagozzi 與 Yi (1988) 提出之

驗證性因素分析評估標準、及 Gefen、Straub 與 Boudreau (2000) 提出之適

配度指標建議進行評量。 

3. 相關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用以衡量「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

「組織認同」與「工作投入」等變項之相互關係。 

4. 路徑分析：透過結構化線性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用以瞭解本研究量表在測量模式下各變項之因果關係。 

肆‧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一、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針對回收之 319 份有效問卷，分別從性別、年齡、年資、學歷、職

務及公司屬性與規模等變數利用 SPSS 26.0 版本進行敘述統計分析。 

有效樣本之敘述統計表如表三所示，整體而言，男性回收份數為 178 份 

(55.8%) 稍多於女性的回收份數 141 份 (44.2%)。「年齡」分布集中在 31-40

歲，佔 41.1%；41-50 歲 (27.9%)，30 歲含以下 (23.5%) 與 51 歲含以上 (7.5%)。

「年資」分布集中在 10 年以下，佔 52%；11-20 年 (33.3%) 與 21 年以上 

(14.7%) 。「學歷」分布集中在大專/大學畢業，佔 70.8%；高中含以下畢業 

(15.4%)，碩士畢業 (13.5%) 與博士畢業 (0.3%)。「職務」分布集中在員工，

佔 72.7%；基層主管 (20.1%)，中高階層主管 (7.2%)。「公司屬性」分布集中

在服務業，佔 32.3%；傳統產業 (24.8%)，科技業 (18.5%)，軍公教 (12.2%) 與

其他產業 (12.2%)。「公司規模」分布集中非上市上櫃，佔 59.3%；上市上櫃 

(26.3%) 與公部門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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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敘述性統計表 

基本資料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總計 

性別 
女 

男 

141 

178 

44.2% 

55.8% 
319 

年齡 

30歲(含以下) 

31-40歲 

41-50歲 

51歲(含以上) 

75 

131 

89 

24 

23.5% 

41.1% 

27.9% 

7.5% 

319 

年資 

10年以下 

11~20年 

21年以上 

166 

106 

47 

52.0% 

33.2% 

14.7% 

319 

學歷 

高中(含以下)畢業 

大專/大學畢業 

碩士畢業 

博士畢業 

49 

226 

43 

1 

15.4% 

70.8% 

13.5% 

0.3% 

319 

職務 

員工 

基層主管 

中高階層主管 

232 

64 

23 

72.7% 

20.1% 

7.2% 

319 

公司屬性 

軍公教 

傳統產業 

科技業 

服務業 

其他產業 

39 

79 

59 

103 

39 

12.2% 

24.8% 

18.5% 

32.3% 

12.2% 

319 

公司規模 

上市上櫃 

非上市上櫃 

公部門 

84 

189 

46 

26.3% 

59.2% 

14.4% 

319 

二、信效度分析 

(一) 信度分析 

為了確保各構面問項間的一致性與穩定水準，本研究採用信度分析，測驗

內部項目之間是否相互符合。以下將檢定各相關變項之衡量指標的內部一致性。

如表四所示，各變項之量表整體信度皆大於.70 以上，表示本問卷量表具有一

定程度的穩定性與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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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各變項之信度分析表 

變項  構面  Cronbach’s α 整體信度 

交易型領導 

權宜獎賞 .821 

.721 積極例外管理 .728 

消極例外管理 .711 

轉換型領導 

心靈鼓舞 .745 

.944 
才智啟發 .847 

理想化影響 .905 

個別關懷 .867 

組織認同 組織認同 .822 .822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 .849 .849 

(二) 效度分析 

本研究的各個變項乃由理論架構而成，故採用聚斂效度。本研究採用

AMOS24 統計分析軟體為工具，執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本研究問項之效度。

依據 Hair, Anderson, Tatham 與 Black (1998) 和 Fornell 與 Larcker (1981) 提出

評估收斂效度的標準。其中所有的標準化因素負荷量  (factor loading) 要大

於.50，組合信度 (CR) 方面，組成信度值應為.60 以上的標準，代表研究模式

內部一致性良好。在平均解釋變異量 (AVE) 中，認為對於所有構念而言，AVE 

必須大於.50 以上的標準，表示測量題項具有一定程度的收斂效度。 

本研究各變數之驗證性因素分析之結果，交易型領導變項中，積極例外管

理的構面題項 05：「主管會將注意力放在不符合規定的工作行為上。」；消極

例外管理的構面題項 07：「主管直到問題變得嚴重的時候才進行干預。」、題

項 08：「如果一切正常，主管不會嘗試干涉或改變我的工作。」以及題項 09：

「如果沒達到工作要求，主管會表現不滿，並且進行指正與監督。」。在組織

認同變項中，組織認同的構面題項 06：「如果媒體報導批評公司，我會感到

尷尬。」。工作投入變項中，工作投入的構面題項 09：「未達到今日預定之工

作進度，我不會下班。」，以上各題其標準化因素負荷量低於.50，故予以刪除，

經刪題後，各題項之標準化因素負荷量皆大於.50 以上，且 t 值皆有達到顯著

水準，如表五所示。在組合信度部份，各構面皆大於.60，故符合標準，代表研

究模式內部一致性良好。平均解釋變異量部份，交易型領導之消極例外管理構

面低於.50，因此該構面在後續的分析將不納入討論。經刪除例外管理構面後，

其餘構面值皆達到.50 以上之標準。綜合上述，可知本問卷中各變數之題項具

有收斂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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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各變數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變項 構面 題項 
p-Value 

p值 

STD. 

標準化 

因素負荷量 

SMC 

多元 

相關平方 

CR 

組成信度 

AVE 

平均變異數 

萃取量 

交易型

領導 

權宜 

獎賞 

題 01 .000 .705 .497 

.838 .512 

題 02 .000 .710 .504 

題 03 .000 .815 .664 

積極例

外管理 

題 04 .000 .580 .336 

題 06 .000 .747 .558 

轉換型

領導 

心靈 

鼓舞 

題 01 .000 .609 .371 

.944 .586 

題 02 .000 .579 .335 

題 03 .000 .752 .566 

才智 

啟發 

題 04 .000 .721 .520 

題 05 .000 .776 .602 

題 06 .000 .728 .530 

理想化

影響 

題 07 .000 .843 .711 

題 08 .000 .819 .671 

題 09 .000 .861 .741 

個別 

關懷 

題 10 .000 .835 .697 

題 11 .000 .811 .658 

題 12 .000 .792 .627 

組織 

認同 

組織 

認同 

題 01 .000 .711 .506 

.858 .505 

題 02 .000 .668 .446 

題 03 .000 .617 .381 

題 04 .000 .828 .686 

題 05 .000 .807 .651 

工作 

投入 

工作 

投入 

題 01 .000 .670 .449 

.893 .513 

題 02 .000 .623 .388 

題 03 .000 .699 .489 

題 04 .000 .742 .551 

題 05 .000 .890 .792 

題 06 .000 .672 .452 

題 07 .000 .734 .539 

題 08 .000 .667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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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分析 

由表六 Pearson 相關分析表可知「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組

織認同」與「工作投入」變項間的關係程度均呈現顯著正相關，且為中高度相

關。學者認為各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值小於 .7 且達顯著，即符合區別效度的

基本假定 (Bagozzi & Yi, 1988)；Fornell 與 Larcker (1981) 建議以判定每一變

數之 AVE 需大於各成對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平方值，因此本研究將以符合上

述標準作為判斷區別效度之依據。 

交易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的相關係數為 .628，交易型領導與組織認同的

相關係數為 .509，交易型領導與工作投入的相關係數為 .535，轉換型領導與

組織認同的相關係數為 .580，轉換型領導與工作投入的相關係數為 .487，組

織認同與工作投入的相關係數為 .622，本研究各變數相關係數介於 .487- .622

之間（信賴區間不包含 1），數值皆小於 .7 並達顯著，符合 Bagozzi 與 Yi (1988) 

對於區別效度基本假定之建議標準（見表六），將進一步確認變數之間是否具

區別效度。 

本研究各變數相關係數介於 .487- .622 之間，小於斜角線個別變數之 AVE

平方根 ( .711- .766)，依據 Bagozzi 與 Yi (1988)，以及 Fornell 與 Larcker (1981) 

之建議標準，本研究所有變數之間皆具有區別效度。 

 

表六  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組織認同與工作投入之相關分析表 

變項 CR AVE (1) (2) (3) (4) 

(1)交易型領導 .838 .512 ( .716)    

(2)轉換型領導 .944 .586 .628
**
 ( .766)   

(3)組織認同 .858 .505 .509
**
 .580

**
 ( .711)  

(4)工作投入 .893 .513 .535
**
 .487

**
 .622

**
 ( .716) 

*表示 P＜.10；**表示 P＜.05；***表示 P＜.01 

四、研究變項之模式建立與驗證 

本研究藉由 AMOS24.0 統計繪圖軟體建立結構方程模式，包含交易型領

導、轉換型領導、工作投入與組織認同之間的關係，並檢驗變數路徑是否達顯

著水準，以驗證研究假設。首先將整體模式之適配度進行驗證，接著研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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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因果關係驗證，包含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與工作投入之間的直接效果，

並驗證組織認同是否會對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與工作投入產生中介效果。 

(一)模式之適配度檢定 

本研究依據 Bagozzi 與 Yi (1988) 提出之三項適配度評估標準加以衡量，

本研究整體模式適配度：2/DF 為 2.725、卡方 p 值為.000、RMSEA 為.074、

GFI 為.826、AGFI 為.797、NNFI 為.863、CFI 為.874、IFI 為.905。依據吳明

隆與涂金堂 (2011) 提出之理想適配度指標，2/DF 數值宜介於 1 至 3 之間，

RMSEA 數值宜小於.08；GFI 值宜大於.80 (Doll, Xia & Torkzadeh, 1994)；AGFI

值宜大於.80 (MacCallum & Hong, 1997)；NNFI 值宜大於.80 (Ullman, 2001)；

CFI 值介於 0~1 之間，CFI 指數越接近 1 代表模型契合度越理想，表示能夠有

效改善中央性的程度。傳統上認為 CFI 在.9 以上為良好配適（李茂能，2006；

陳正昌、程炳林、陳新豐與劉子鍵，2003；張偉豪，2011）；IFI 值要大於或

等於.9 為模型可接受（張偉豪，2011；黃芳銘，2007）。整體而言，適配度皆

在可接受範圍之內，顯示本研究模式之適配度大致良好。 

(二)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對工作投入與組織認同之影響效果分

析 

完成模式適配度檢定後，即可檢視研究變項間的因果關係，本研究路徑圖

是依據假設 1 至假設 5 建構而成，而最後模型結果彙整如表七可知交易型領

導與工作投入的路徑係數達顯著水準 (r=.29，p<0.001)，顯示兩者之間有顯著

正向關係，表示員工感受到交易型領導程度愈高，工作投入程度愈高；轉換型

領導與工作投入的路徑係數未達顯著水準 (r=.06，p>0.001)，顯示兩者之間有

正向關係但未顯著，表示假設 2 未獲得實證資料支持；交易型領導與組織認同

的路徑係數達顯著水準 (r=.26，p<0.001)，顯示兩者之間有顯著正向關係，表

示員工知覺交易型領導程度愈高，員工組織認同程度愈高；轉換型領導與組織

認同的路徑係數達顯著水準 (r=.46，p<0.001)，顯示兩者之間有顯著正向關係，

表示員工感知轉換型領導程度愈高，組織認同也會愈高；組織認同與工作投入

的路徑係數達顯著水準 (r=.45，p<0.001)，顯示兩者之間有顯著正向關係，表

示員工的組織認同愈高，工作投入也會愈高。依據上述，假設 1、3、4、5 獲

得實證資料支持，假設 2 未獲得實證資料支持。 

另以拔靴法 (bootstrapping) 進行間接效果的檢定，由表七可知，交易型領

導→組織認同→工作投入的間接效果中，其 p<0.01 且此信賴區間並未包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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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間接效果成立。轉換型領導→組織認同→工作投入的間接效果中，其

p<0.01 且此信賴區間並未包含 0，表示間接效果成立。 

 

 

 

 

 

           註：***表示 P＜.01 

 

 

 

圖二  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組織認同與工作投入之因果關係路

徑圖 

表七  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組織認同與工作投入之路徑係數 

假設 路徑 估計值 Lower Upper P 值 
檢定 

結果 

H1 交易型領導→工作投入 0.29 .256 .536 *** 成立 

H2 轉換型領導→工作投入 0.06 .081 .297 0.251 不成立 

H3 交易型領導→組織認同 0.26 .154 .464 *** 成立 

H4 轉換型領導→組織認同 0.46 .265 .490 *** 成立 

H5 組織認同→工作投入 0.45 .284 .458 *** 成立 

H6 
交易型領導→組織認同→工作

投入 
0.12 .049 .187 *** 成立 

H7 
轉換型領導→組織認同→工作

投入 
0.21 .098 .194 *** 成立 

*表示 P＜.10；**表示 P＜.05；***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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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與實務意涵 

過去的研究中，兩種領導行為對工作投入的影響並不一致 (Dorfman et al., 

1997; Walumbwa et al., 2005; Kark  et al., 2018 ; Cho et al., 2019) ，尤其近期研

究對於交易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對於工作投入都具有顯著影響 (Quintana et 

al., 2015 ; Anggraini et al., 2021 ; Chandra & Widhianto, 2023)，然本研究發現轉

換型領導對工作投入並無顯著影響是與近期研究不一樣之處。另外，有關於中

介變項的選擇，本研究不若之前研究主要以個體的內在特質或外在環境，而是

以個體的想法與行為模式，選擇組織認同做為中介變項，補足研究缺口，並希

望以不同的面向，提供領導者在管理上有更全面的觀照。 

(一) 交易型領導對工作投入之影響關係 

本實證結果發現，交易型領導對工作投入呈顯著正向影響，顯示領導者善

用交易型領導，組織員工的工作投入度越高。本研究結果與之前多位學者研究

結果相符 (Howell & Hall-Merenda, 1999 ; Ngunia, et. al., 2006 ; Quintana, et.al, 

2015)。這種關係的延伸稱作「領導者與成員交換關係」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LMX)，領導者與部屬的關係建立在資源與權力的基礎上，組

織成員的關係中，會包括一部分高品質的交換關係，和大部分的低品質關係。

在高品質關係中，領導者給予部屬較他人為多的資源、資訊與權力，部屬產生

知覺心理賦權，覺得與眾不同並且期望作為同仁所仿效之表率就會更加賣力工

作。 

此研究結果在管理實務上之意涵：領導者應提供部屬明確的期望和目標，

設定標準，並鏈結獎懲機制激勵員工達成，例如連鎖餐飲企業使用高度結構化

的獎懲制度激勵員工增加銷售與減少浪費；銷售團隊透過獎金或晉升措施來獎

勵表現最好的員工；甚至於政府透過評鑑方式，表現優良的學校可以獲得比較

多資源挹注。另外，領導者應重視員工的工作環境、薪資福利與升遷管道，透

過工作上獲得之獎勵做為自我肯定的成就感，進而提高工作投入。最後，領導

與部屬的高品質交換關係，不僅是績效表現的反映，也讓員工瞭解心理層面的

工作表現與滿足感是否成正比。因此領導者若能有效運用交易型領導，維持高

品質關係，將會增強員工對於工作投入，展現更佳的工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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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轉換型領導對工作投入之影響關係 

本實證結果發現，轉換型領導對於工作投入沒有顯著影響，顯示轉換型領

導無法完全預測員工的工作投入程度。此與高文宗 (2005) 的研究結果一致：

領導風格與內外控人格傾向的交互作用對消防人員工作投入沒有顯著影響；亦

呼應陳玫妃 (2006) 的研究結果：轉換型領導並非影響部屬組織承諾與工作投

入的關鍵因素。 

此研究結果在管理實務上之意涵：工作投入為員工的努力程度，現今職場

強調的公平原則，其中薪資與付出是公平的衡量基準，公司與個人是勞雇關係，

公司支薪購買職員的時間，假如公司提出「主人翁意識」（強調為組織願景無

償付出），有可能會被員工認為是剝削（高光烈，2021）。因此在管理上，領

導者不應認為願景的傳達就會讓員工產生自發努力的心理，畢竟，需求層次理

論也提醒我們人的基本需求必須先滿足，才會朝向自我實現的狀態，領導者除

關心員工的實質需求之外，也應該努力滿足。 

(三) 交易型領導對組織認同之影響關係 

本實證結果發現，交易型領導對於組織認同呈現正向顯著影響，顯示領導

者善用交易型領導，員工的組織認同程度越高。本研究結果與多位學者研究結

果相符 (Bass & Avolio, 1993 ; Xenikou, 2017 ; Koroni, 2023)。 

在管理實務上，領導者應讓績效標準與獎勵公開、明確與公平，鼓勵員工

與組織的目標保持一致，例如在服務業的標準若是給顧客好的服務體驗作為組

織核心，那麼客服人員的績效就可以根據客戶的滿意度評分進行獎懲，這樣的

措施目的在鼓勵員工提高工作效率，並與組織的核心目標保持一致，以此增強

員工對於組織的認同程度。組織認同感增強，強化工作動機並提升工作投入，

進而取得績效獲得更高品質之交換關係，邁向正向循環。 

(四) 轉換型領導對組織認同之影響關係 

本實證結果發現，轉換型領導對於組織認同呈顯著正向影響，顯示領導者

善用轉換型領導，員工的組織認同度越高。輔以路徑分析進一步瞭解變項構面，

發現心靈鼓舞與才智啟發有正向顯著影響；理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則無影響。

顯示，領導者的願景塑造並讓員工有感，會使員工對於組織更為認同，產生附

屬感與情感，進而忠於組織。另一方面，領導者要提高員工的組織參與程度，

並且以輔導者的立場，協助員工善用職能於工作上，並鼓勵員工激發創造力，

以宏觀角度來幫助組織解決問題，據此將有效提升員工的組織認同程度。此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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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符合 Daft (2001) 研究結果：轉換型領導者善用組織願景激發成員的組織認

同，使員工將組織目標與個人目標相結合，進而奉獻個人心力創造工作成果。 

此研究結果在管理實務上之意涵：在實際例子中，Google 公司可謂是轉

換型領導的一個典型，Google 的領導層以創新和員工自主性著稱。他們鼓勵

員工在工作中進行創新和實驗，並支持個人成長與專業發展，Google 的文化

強調開放性、包容性和協作，這種領導方式不僅促進了員工對公司的認同感，

也幫助公司在技術創新方面取得領先地位。具體作法上，領導者建立管道例如

共識營、聚會、定期與員工對談，來傳達組織願景並型塑良好與合諧的組織氛

圍，並給予員工相當程度的自主性，在相互協助的氣氛下強化同儕間的向心力，

使員工對於組織未來充滿樂觀與信心。 

(五)組織認同對領導型態與工作投入之關係的中介角色 

本研究組織認同之中介作用分析結果顯示，說明如下： 

1. 交易型領導與工作投入的關係上，組織認同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2. 轉換型領導與工作投入的關係上，組織認同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顯示領導型態會透過組織認同間接影響工作投入，因為工作投入就是員

工個人心理對於工作認同的程度，藉由組織認同的中介影響，員工與組織的目

標或願景一致，員工與組織的契合度也會越高，員工認同組織，認知工作是有

意義的，在工作上自然會更努力，工作投入程度也會提高 (Luo, 2020)。研究

結果顯示，轉換型領導透過組織認同對工作投入的間接影響較交易型領導透過

組織認同對工作投入的間接影響程度高。 

領導型態、組織認同是相輔相成的關係，領導者若能善用領導行為，建構

高品質的領導與部屬關係，給予成員達成目標或期望時給予表揚與獎賞，持續

激勵成員發揮所長，員工將提高組織認同程度，對組織更有向心力與凝聚力，

進而提升工作投入。 

此研究結果在管理實務上之意涵：領導者型塑一個具有組織認同的團隊

是很重要的，建立共有價值觀是一個組織的重要基石，以及讓組織成員認同組

織價值並願意為其努力工作。無論領導者採取何種領導行為，員工的組織認同

對於其工作投入都會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差別在於在交易型領導下的員工可能

會因為對公司的認同而提高工作投入，但這種認同感並不是唯一影響工作投入

的因素，還是需要透過明確的獎勵和懲罰機制來激勵員工達成業績目標；轉換

型領導則可能使員工感受到更強的組織認同，因為他們感到被重視並受到鼓勵



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對工作投入之研究-以組織認同為中介變項   83 

去探索新想法和提升自己的能力，也可以說員工的工作投入完全是透過對組織

的認同感來實現，而不是受到轉換型領導的影響，這也呼應到轉換型領導對於

員工工作投入不產生直接影響，領導者仍應回歸目標與獎懲機制的一致性，增

加主管與部屬、員工與員工之間的互動機會，瞭解與滿足員工的需求，並且重

視員工待遇福利與升遷管道，結合公平的績效標準，並公開表揚優秀員工。如

此，將促進員工對組織的認同感，進而增強工作投入之意願。 

二、研究限制 

(一)受測樣本選取之限制 

本研究以新北市員工為研究對象，考量網路上填答問卷對象無法面對面

接觸，難以確認是否會有一人填寫多份問卷之可能性，雖應可適度推估臺灣地

區之概況，惟若要準確反映全臺地區員工之概況尚有不足之處。 

(二)刪除構面對於概念完整性可能造成影響 

研究者依據信效度分析，將因素負荷量低於 .50 的題項刪除，交易型領導

中的子構面中，「消極例外管理」的題項完全被刪除，這對交易型領導的概念

完整性應會有影響，也可能影響分析結果。 

三、研究貢獻 

(一)領導類型對工作投入之研究 

    過去研究大多探討領導行為與員工的組織信任、組織承諾、工作滿意度之

間進行連結，較少探討交易型與轉換型兩種領導行為與員工工作投入之間的關

係，並且也較少以完整的架構探討領導類型與工作投入，並將組織認同納入探

討，並檢驗構面間是否有存在中介效果。組織中員工的工作投入，將會直接影

響員工的績效表現，因此組織應重視如何增加員工在工作上的投入程度，本研

究發現交易型領導對工作投入的影響程度高於轉換型領導，表示透過績效獎勵

代替組織願景、領導魅力等方式更能激發員工投入。當組織有明確的績效獎勵

標準，讓員工產出績效表現，獲得獎勵回饋讓員工獲得成就感，進而增加員工

工作投入程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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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現組織認同的中介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交易型領導對員工的工作投入有顯著的影響效果，轉換型

領導對員工的工作投入沒有顯著的影響效果；但經由組織認同會產生出相反的

影響，意即員工對於組織的認同程度將會有助於轉換型領導對工作投入的正向

影響，對交易型領導對工作投入無顯著影響。因此，當領導者希望透過轉換型

領導提升員工的工作投入，必須先凝聚員工對組織的認同感，建立良好的互動

關係，聽取員工心聲，讓員工在組織中獲得好的工作體驗，營造良好的組織氣

氛凝聚組織向心力。 

四、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僅以「組織認同」這個中介變項去探討領導行為對工作投入之影響，

建議後續研究可再加入可能會影響的中介變項（例如：同事情誼、自我效能….

等）；進一步探討影響工作投入的因素並利用更多統計方法，解析各變項的複

雜關係，使研究整體模式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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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act of supervisors ' leadership behavior on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s ha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for many years. Excellent leaders will lead employees and 

stimulate their work commitment. But  in addition to leaders, employee engagement seems to be influenced by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organization. This study takes current employees in the New Taipei City area as objects,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hip types (transactional le adership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Data a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the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s used to verify the contextual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supervisors '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job engagement,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as a 

refere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motivation of individual work engagement and enhancing org aniz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 

work engagement, but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has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work 

engagement.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organization as a leadership strategy and as a reference 

for practical policy for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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